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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 

作者：侯丽军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观察中心  

 

  [摘 要] 1985年至1991年间，苏联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政策与苏联的解体有

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公开性”改革及其中的传媒变革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戈尔巴乔夫在推

行“公开性”政策中的失误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公开性”改革的积极意义，更使媒体成为加速苏联解体

的催化剂。 

  [关键词] 苏联;公开性;大众媒介 

  一、“公开性”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公开性”(Glasnost)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创造。据有关学者考证，该词源于斯拉夫古教堂用语

“Glas”，指声音，演讲或宣传，并不像“对公众负责”这个概念那样，含有完全的坦率或诚实之意。“公开

性”具有独特的法律含义，指与秘密审判相反的公开法庭听证会。自从彼得大帝在18世纪对俄国的官僚体制实

行合理化改革之后，“公开性”这个词就与苏俄的统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19世纪，所谓的“开明的官僚”用

“公开性”这个词作为武器，反对像果戈里在戏剧《钦差大臣》里所描绘的那种官僚专制、封闭和腐败。尽管

“公开性”曾对1861年废除农奴制起过作用，但它并不旨在向独裁者的权威挑战，而是要维护沙皇的地位，通

过建立一个中庸的言论机构，部分地缓解由压制思想而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紧张。(李秀萍，1988：35)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已提出：“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经过选举是“广泛民主原则”包含的

“两个必要条件”。(《列宁全集》，1986，vol.6：131)他认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

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

之为民主的组织的”。(《列宁全集》，1959，vol.5：448)至于经济活动的公开性，列宁指出：“报刊应当

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列宁

论报刊与新闻写作》，1983：497)这种公开报道，将会“使国家所有的公社知道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

其次可以评比这个和那个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果;最后可以保证各个公社运用其它公社取得的经验，可以

保证互相交换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部门中显得最好的人力和物力”。(《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

1983：501)此后，列宁又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但是，由于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着艰难的国内

外环境，以及列宁的早逝，公开性原则未能得到广泛实行，也未有什么新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高度保密制影响到

许多方面。这种制度是党政机关得以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它使得普通党员群众“对上级领导工作情况

难以了解，因而也难以监督”。(刘克明，2003：6)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公开性”作为

政治术语才又被重新提出。(刘克明，金挥，1990：651)1977年，苏联宪法中正式把“扩大公开性”作为社

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固定了下来。但是，这一原则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80年代初，安德

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主政时，虽也曾多次谈及这一问题，但均缺乏切实的保证措施。(刘克明，金挥，

1990：676) 

  对公开性最为重视、说得也最多的还是戈尔巴乔夫。(齐向等，1992：274)早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

总书记之前的1984年，他就曾论述过公开性问题，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

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广泛、及时和公开通报消息，是信任人民、尊重他们的理智和感情，以及他们自己能

够搞清楚某些事件的能力的证明,种做法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国家机关的公开性是同官僚主义弊端进行斗

争的有效工具”。(《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87：1)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视察克拉斯诺达

尔边疆区时，又谈到“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公开讨论我国社会生活最紧要的问题、国家的发展。

这将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新的，完全新的气氛。”并呼吁“我们应当扩大公开性，应当将更多的事公诸于众，我

们的人应当知道劳动集体、区、州、共和国、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谈改革与民主

化》，1987：8) 

  1987年11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公开性和民主应当充分地和可靠地为社会主义服

务。公开性和民主的问题，这是人民参加管理地问题，不能只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上上电视和报纸。已经不止一

次地说过，没有人民，不同人民商量，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一项重大任务。这就是说，必须发扬公开性，开展

民主化进程，以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苏共中央会议上谈党在改革中的作用和任务》，

1987：32)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其出版且轰动国际社会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郑重发出呼吁：“让公开

性大放光明!”(戈尔巴乔夫，1987：88)一时间，“公开性”和“改革”两个词，成了戈尔巴乔夫政策与作风

的标志词。 

  英国学者布赖恩•迈克奈尔曾这样形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公开化运动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中潜在的激进民主主义，并将其呈现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面前;作为一种尝试，它试图恢复斯大林主义之

前的一些政策，那时，布尔什维克们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自从1920年以来，这是第一次

试图建立一种存在争论和差异的，而不是统一和严格管制的政治文化。(埃尔德里奇，2004：71) 

  二、“公开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文章标题 关键字

 苏宁秒杀欺骗消费者 被网友质疑骗取资金 

 社科院2011年经济蓝皮书：85%家庭无能力购房 

 短命建筑来自“短视”文化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现状：未上马已脱缰 无一合… 

 明年春运实名制火车票还能改签吗？ 

 我国现新冠字号码人民币 央行回应“假币”质… 

 社科院:今年房价上涨15% 明年或现报复性反弹 

 胡锦涛主持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舟曲抢险救援 

 奶粉“激素门”需要先过检测门 

 提升网络传播的眼球价值 

 提高公信力：破解博客“七年之痒” 

 人们为何爱Google？ 

 从《阿凡达》到《孔子》 

 网络内容整合：内涵与类型 

 “糖醋活鱼”被西方媒体利用，孰之错？ 

 由“报办集团”向“集团办报”转变 

 记者应反映现实而非虚拟现实 

 新《侵权责任法》有关网络侵权的条款保护了… 

 纸质书终消亡 Kindle传承阅读 

 网络“伪事件”的注意力经济 

 舆论动力学初探 

 路透社2009年突发新闻类年度图片 

 海外华文媒体研究的新思路 

 论大众传媒对现代舆论的影响 

 《传媒博弈论》重磅推出 

 虚拟世界喧嚣背后的现实思考 

 提高网络媒体公信力问题探析 



  根据六年中戈尔巴乔夫指导思想的演变和苏联改革的曲折历程，“公开性”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

段：起始阶段(1985-1986年)、扩大阶段(1987-1988年)和舆论失控阶段(1989-1991年)。 

  戈尔巴乔夫设想的“公开性”改革在1985年开始有所行动。前任《真理报》总编辑维•阿法纳西耶夫在回

忆录中提到，1985年4月以前，公开性实际上还不曾有过，公开性是逐渐成熟起来的，尽管某些报章无论是在

1985年4月以前还是以后都曾做过超出允许限度的事情。(阿法纳西耶夫，1993：160) 

  “公开性” 展开的第一个行动是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的列宁格勒视察之行。此行成为苏联国内轰动一时

的政治新闻。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共领导人还是第一次走上街头与群众见面;视察中，戈尔巴乔夫让政府车

队停下来，接着下车走向群众，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试图解释国内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随后不久，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美国《时代》杂志和与三个法国电视记者的采访，这是“公开性”改革的突

破口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思维和口才改变了领导人在观众中的刻板形象，这在苏联国内和世界上都引起广泛的

关注。戈尔巴乔夫同媒体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 

  1986年2月13日的《真理报》发表女记者达吉亚娜•萨摩里斯的文章，题为《净化，开诚布公的谈话》。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公开性”改革正式启动的标志。文章用尖锐泼辣的口吻批评了党内官僚主义、滥用职权、

裙带风、挥霍公款等腐败现象，并建议“净化”共产党，把腐败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至此，“公开性”改革

成为苏联媒体批评制度的新出口，这鼓励了在报刊、广播、电视上对制度缺陷发表批评意见的行为。 

  同时，“公开性”也拉开了苏联政治改革的序幕。它带来了信息开放和共享，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权知道

和应该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没有经过修饰和限制的事实真相。于是，大众传媒理所当然地担负

起帮助民众了解真相的任务。于是，在80年代后期的苏联，大众传媒和“公开性”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

弟。 

  具体说来，“公开性”改革中针对大众传媒的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重要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时效性。戈尔巴乔夫每周定期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公布政治局例

会以及中央和政府重要会议讨论的问题和决定，内容比过去详细; 

  其次、苏联领导人和舆论工具改变了过去“封锁消息”的报喜不报忧的一贯做法，开始通报国内外发生的

重大事件和事故。1986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苏共二十七大、苏美首脑会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都做了

现场转播; 

  第三，增加对社会阴暗面的公开揭露，并将触角逐渐伸向以往的“禁区” ：如军费的实际开支、军队的整

体状况、军工科研、国防资金与物资的有效利用; 

  第四，允许在媒体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当前的改革措施进行争论; 

  第五，放宽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和严格审查西方报刊的政策，停止对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的干扰，允许外国

报刊在苏联报亭上出售，这样苏联公众便有机会接触外国大众传播媒介，从而扩大了消息来源; 

  第六，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新闻机构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从1986年4月起，苏联的新闻机构报道什么、怎

么报道，都由编辑部决定。批评领导人的稿件由社长或总编辑签发，无需经过上级或有关党委; 

  第七，放宽对新闻出版界的审查，除了有关国家和军事的机密外，其他一切内容均由报刊和出版物的总编

辑负责。1987年至1988年间，戈尔巴乔夫先后取缔了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大部分功能; 

  第八，1990年6月12日，苏联议会通过《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体法》，主要是取消了新闻检查，允

许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办报。新闻出版法扩大了媒体创办者、编辑部和出版社的自主权。这意味着苏联新

闻媒体的体制和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公开性”与传媒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公开性”改革之前，苏联社会还处在一种封闭、僵化、精神压抑、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的状态之中。尽管

苏联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采取一些变革的尝试，但是没有一次是有结果的。因为，所有这些尝试都没有触及制

度的实质——所有制关系、政权结构、党对政治与精神生活的垄断。 

  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苏联媒体的主要角色仍然是社会控制机关，而不是政府和民意之间沟

通的桥梁。在不尽真实、片面报道和对社会进行严格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而人

民则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漠不关心。 

  1985年，戈尔巴乔夫作为契尔年科的继任者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亟需人民大众的认同

和支持。但面对来自铜墙铁壁般陈旧政体和一批思想保守的党内实权派的阻力，要想让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出

来，并将民众的热情调动起来，就必须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因此，他倡导大众传媒开创公开报道事实、揭露

问题、突破各种禁区、大胆批评不正之风、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的风气。 

  回顾整个改革的历程，“公开性”改革中的大众传媒为苏联社会进步发挥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作为“公开性”的一个重要成果，苏共中央开始通过传媒公开重大党务政务活动。如召开全国党代

会、中央政治局会议、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地视察工作、跟群众谈话、与外国政要会

晤、答记者问等等，新闻媒体都要作公开报道。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有这样的

描述：“1988年7月13日，电视台、广播电台及中央各报刊的记者们破天荒地应邀来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

会场上。此举可以看作是我国政府活动的一个新时代——公开性、坦率性、面向人民、同人民对话的时代的开

端。”(雷日科夫，2006：232) 



  

 

  其次，“公开性”推动了重大问题决策过程的公开。政治决策是政治体制通过一定渠道和机制以最大限度

地吸收和容纳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意愿和意志，最后达成最大成效的过程。政治决策不应是

封闭式的、脱离大众的、不能触摸的，而应是开放的、参与式的、与大众合为一体的。而在过去，发生在克里

姆林宫里的一切，对苏联普通老百姓来说，始终是个迷。政府下达的命令和指示全出自圈子很窄的实权人物之

手，没有任何的社会照看。但是在“公开性”的推动下，苏共逐渐改变了这种做法，开始规定在讨论和决定最

为迫切的、重大的、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时，首先通过新闻媒体使广大人民看到政府会议的实况，

使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并为他们所理解，就把政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从而加强了与人民的联系。(雷日科

夫，2006：235) 

  第三，新闻媒体开始及时通报重特大灾难事故情况。以往，苏联党政机关对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灾难或恶

性事故，通常都采取遮掩、搪塞或避而不谈的做法，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在报刊上发布一则简短或含

糊其词的官方消息。苏共27大以后，苏联部长会议改变过去报喜不报忧的做法，通过新闻媒体对1986年发生

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客轮沉没事故进行了及时报道，政府并就此多次举行记者招待

会，向国内外记者介绍人员伤亡情况。 

  第四，新闻媒体开始曝光一些社会问题与弊端。比如，黑市交易、贩毒吸毒、妇女卖淫、干部搞特殊化、

压制批评、贪污受贿问题等等，都进入可以报道的范围。 

  第五，新闻媒体公开讨论社会热点问题。为激发广大听众、观众的改革热情及参与意识， 报刊、电台、电

视台等媒体常常就经济问题、社会政治热点问题组织群众进行公开讨论。《苏维埃文化报》等报刊还开辟“直

言”专栏，让人民群众各抒己见。有时，报刊还安排领导人与普通公民在媒体上对话，吸引了许多读者。正因

为媒体贴近生活、 贴近大众，所以呈现出活跃的局面，1986年秋季报刊征订时，许多报刊销量大增，比如，

《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100万份 ，《共青团真理报》增加300余万份。(戈尔巴乔夫，2002a：153)。 

  第六，政府和媒体的沟通变得更加顺畅自如。“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的要求，事件的尖锐性都要求政府的

工作跟上变化的形势，既要抓好各项管理决策工作，又要做好信息沟通工作。”(雷日科夫，2006：236)雷日

科夫在回忆录中说：“几家主要报纸的记者们经常被邀请采访讨论非常重要的、人们最为关注的议题的部长会

议及其主席团的会议。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要在政府里准备大量能够反映讨论过程的分析内容、批判性观点

和尖锐的分歧的材料，紧急发往塔斯社，用于刊登在当日晚报或次日晨报上。”(雷日科夫，2006：238-

239)

  此外，“公开性”改革还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莫斯科的许多外国大使和新闻专员都得到允许，访问

苏联的情报局，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也可以在该局得到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信息。另外，政府还新辟了部长会

议领导人和专家会见新闻界的场所，制定了建立自己的出版基地、电视和广播直播室等方面的计划。(雷日科

夫，2006：242) 

  综上所述，正如雷日科夫所说，公开性作为民主的一个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特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实行它是不可避免的。(雷日科夫，2006：246)然而，苏联领导层在推行“公开性” 政策中的失误不但在一定

程度上抵消了这些积极意义，更使媒体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四、“公开性”改革的历史失误与教训 

  德国的《独立报》曾评价说：戈尔巴乔夫选择的用来革新社会主义的手段——“改革” 、“公开性”和

“新思维”不是导致革新社会主义，而是埋葬了社会主义;他想消灭掉“极权主义”，但却毁掉了共产主义;他想

给人民以自由，但却毁掉了这个国家;他想给社会以民主，但却毁掉了这个社会;他想给人民以秩序，但却带来一

片混乱。(石妍，金欣，1999：143)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如此美好，但许多结果却与他的设想截然相反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者认

识上的误区和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常常使政策的内核发生变质。另一方面，执政者将改革的节奏放开后，改革

常常会超出其“理性预期”，产生溢出效应。 

  首先，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历史问题的认识误区，实际上间接支持了“公开性” 中的大众传媒篡改和涂抹苏

联历史的倾向。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在苏联历史的研究和评论中存在许多

“禁区” ，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 ，要敢于突破禁区，他号召不要掩饰历史上

的错误和困难。(曹长盛，张捷，樊建新，2004：319) 

  戈尔巴乔夫的言论鼓励了大众传媒展开对苏联历史不加区分的否定和批判。首先，知识界掀起了一场以揭

露历史黑暗面为特点的历史反思运动。媒体从执行公开性方针突破思想禁区开始，由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向

前追溯，经列宁而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一些苏联知识分子看来，苏联历史的悲剧不能简单归于斯大

林，而应从马克思开始算起，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经由列宁变成一种以一整个民族为对象并给它带

来空前灾难的社会试验。(曹长盛，张捷，樊建新，2004：60-61) 

  有些学者要求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评价所有时期和党史上所有的人物，并就党史研究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

在大众传媒上展开论战。然而，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却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当时

苏联国内情况的矛盾性。这样不加区别地否定历史，其后果必然是使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

面。苏共作为执政党被要求对一些阴暗面负责，这不能不损害苏共的形象，使苏共客观上被置于“被告”的位

置上。 

  其次，在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激进改革之后，党逐渐丧失了对国家形势的控制，而作为特殊社会集团的媒体

也开始发生分裂，成为各个新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经济改革后，苏联原先“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阶级结构逐渐

被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所取代。新出现的国家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阶层，在政治取向上已不再拥护社会主义。党

政精英们则逐渐蜕化变质，变成只关心权力和物质利益特权的阶层，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革都不符合他们的

利益，都将使他们面临失去权力和财富的危险。而摧毁原有的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则会使他们成为私有者

阶级，从而根本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取向。同时，掌握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党政大权的

地方领导人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他们在摆脱苏共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开始维护并不断扩大自己

 



通过“民主选举”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和社会地位，形成“地方精英”。 

  在国内冲突深化的过程中，作为特殊社会集团的媒体人员也开始分化。“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

‘掩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事业业已展开：粗暴的指责、

攻讦、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抖露隐私。相互对立的看法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

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的私利。”(戈尔巴乔夫，2002a：156) 

  最后，随着媒体所有权的放开，党对社会舆论的导向功能完全丧失，激进媒体借助公开性在很大程度上动

摇甚至摧垮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已经越来越落后于迅速变化的社会实际，越来越

脱离人类生活的新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实践与客观需要。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指出，苏联国家体制的垮台是同它的合法性遭到破坏联系在一起的，其发生的

快速程度令人难以置信。1917年2月俄国独裁国家机器的垮台也是这样。这说明意识形态专制的国家，在面对

精神领域的攻击时是多么脆弱和孤立无援——如果找准了突破口的话。(卡拉-穆尔扎，2004：409) 

  在戈氏改革的后期，同以往苏联时期相比，大众媒体的报道形式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媒体几乎在瞬间转

向马赛克文化类型的信息流——无论是就其语意的使用还是词藻的使用都是如此。在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没有人

把完整的、人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概念和理论提出来加以讨论了。当时，出现另一种报道形式，它使思维混乱

和支离破碎。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社会意识中建立“由秩序到混乱”的过渡。在这个阶段，没有什么任务要把人

们重新组织起来，树立新的信仰，更重要的任务是怀疑所有的价值观，诽谤所有的神圣象征，以此来打破防范

操纵的心理保护。(卡拉-穆尔扎，2004：833) 

  改革后期失控的大众传媒在报道中的严重失衡，也大大削弱了民众对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为了吸引眼

球，媒体大量揭露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如酗酒、吸毒、卖淫等触目惊心的社会问

题。这一切大大出乎人民的意料，沉重打击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感到茫然。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戈氏改革的结束期同两代人更迭的时刻重合了，这是一次重大的更迭——登

上舞台的是一代积极行动的人，他们不了解，也没有感受过战争，他们不熟悉战后恢复时期的艰难困苦。” 

“许多人连最简单的东西都不知道，若想进行解释就需要使用某种新的语言。在这种条件下，由于上层出现了

急转弯，苏共的意识形态机器瞬间就失灵了，连续性发生了断裂，好多编辑部的人员都遭到了清洗。保守派没

有进行抵抗的准备，连有限的几次进行社会对话的机会也没有抓住。”(卡拉-穆尔扎，2004：833-834) 

  在苏联改革后期，种种操纵意识的手段把社会土壤中产生的分裂人为地加深了，这成了加剧危机的重要因

素。站在反共立场上的激进的媒体人员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掌握的手段，强化和运用错误的思维范式(斯大林镇

压的题目可以成为众多事例之一)，将其灌输到大众的意识中，继续加深思想的分裂。 

  与此同时，在抢占新的舆论阵地的浪潮中，外国广播电台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86年，苏共中央宣传

部下令取消对外国电台的干扰，从此，民众可以随时听到“自由之声”、“BBC”和“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

的广播。80年代末，随着传媒政策的进一步开放，英国广播公司甚至买下“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的周末半小

时播出时段，开始每周一次的国际新闻和综述直播。(李玮，2005：10)这些外国电台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

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对当时因经济改革毫无起色而失望的苏联人民

来说极具诱惑力和侵蚀力。 

  应该看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联的解体，与传媒控制权的丧失是有必然联系的。随着国家对传媒

统一控制的丧失，法治和市场调节机制还未建立，传媒各为其主，各行其道，成了不同政治利益和社会组织的

代言人，丧失了公正合理的立场。戈尔巴乔夫以为，只要给予传媒无限的自由，就可以制约和解决社会发展所

面临的深层矛盾。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法制无序的社会条件下，丧失对传媒的控

制，就等于丧失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苏联国家的最终解体也就在所难免。 

  五、“公开性”改革对中国的启发与借鉴 

  苏联传媒与中国传媒曾经如出一辙，建国后的中国传媒制度是向苏联借鉴而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

国传媒的发展道路非常相似。只是随着20世纪末两国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的分野，两国传媒才走上各自的转型之

路。因此，苏联“公开性” 改革中大众传媒及其变革历程，对今天仍然处在变革中的中国传媒和中国社会，无

疑具有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通过对苏联“公开性”运动中传媒变革的意义与失误的分析，本文认为，“公开性”改革对中国的借鉴意

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当今全球化和通讯网络异常发达的时代，诸如信息保密、言论封堵等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

通。正常社会的民主发展，也要求透明度、公开性以及公民获得必要信息的自由。这就需要逐步实现政务信息

公开，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发挥传媒有效的舆论监督功能，保障社会和公众的公共利益，推进依法行政。2007
年4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第492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此举证

明，我国在信息透明化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 

  其次，“公开性”改革的失误说明，激进式的改革往往会超出设计者的理性预期，造成截然相反的后果。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后来的反思中所说：“在我看来，当产生变革的需要时，进化式的改革是符合公民利益的社

会发展的最佳形式。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改革的速度要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是社会公民的成熟程度、执政

者的责任心、公众的相互宽容和不走极端。”(戈尔巴乔夫，2002b：15) 

  中国的传媒变革带有明显的渐进性色彩。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传媒事业开始试探性的、渐进的市

场化改革。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事业

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转轨(1979年到1992年)，第二阶段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化发展阶段(从
1992年至今)。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传媒都处于双轨制。(李玮，2005：163)今天看来，这种双轨制避免

“传媒列车” 突然转向所造成的倾覆，为传媒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及大众心理从保守到开放的过

渡提供了缓冲空间。 



  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绝对不能放弃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正如雷日科夫所说：“公开性在社

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直接取决于谁掌握实行公开性的工具，首先是电视、广播、报刊。掌握

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公开性就变成一把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机体上僵死的或发生病变的组织，给新

的健康的部分以发展的空间;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它会变成一根大棒，对周围的一切，不论好坏，

不分先进落后，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雷日科夫，2006：246) 

  这一痛定思痛的认识，同我国新闻学鼻祖徐宝璜先生说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以及后来江

泽民讲的“祸福论”，即“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何其相似。 

  我国传媒的变革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是为了避免苏联传媒改革的失误。具体说来，我国传媒变

革的方针一是坚持国家所有制，二是坚持“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双轨制。强调国家所有制和事业性质，是为

了维护党和国家对传媒的领导权，强化传媒的政治属性，使传媒在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舆论引

导的社会功能。强调企业化管理，则是为了充分发挥传媒的经济职能，创造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巨大财

富。这一切说明，我国传媒变革走的是一条冷静探索、稳中求动、循序渐进的变革之路，从而避免剧烈的转轨

震荡和舆论失控。 

  可以说，我国已经进行的传媒改革，就是充分借鉴了苏联“公开性”改革中传媒变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从而逐渐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传媒体制。当然，我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还在探索之中，尽管国有资

本在这个领域仍然占据决定性地位，但合资形式已经被认同，国外资本也开始被接受，中国正在形成国家宏观

调控下的、多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市场化传媒模式。(李玮，2005：165-166) 

  在新的探索时期，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困难。如何在新的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对传媒的有效控制

和引导，使传媒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上稳步健康发展，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利器”，仍然是一个具

有挑战性的课题。这也是苏联的经验至今仍然、并将持续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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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evaluation of Mass Media in the Glasnost of the Soviet Union 

  HOU Lij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Glasnost” reform, which was initiated by the last Soviet 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during 1985-1991,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Also the “Glasnost”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 of mass media had their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but Gorbachev’s false understanding of reform and the devi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sulted in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original policy. In addition, after 
Gorbachev’s letting go of the pace of the reform, the reform ultimately exceeded his 

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created a spillover effect.

  Key words: Soviet Union; Glasnost; Mass media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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